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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评论»视野下的中国

———以１９７８年以前华人经济学家的文章为中心

李　丹　邹进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美国经济评论»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发表华人经济学家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到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以

前,该刊发表的有关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有１７篇.本文对这些论文加以总结,试图勾勒出当时

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所在,同时也可以探究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旨趣与方法.华人经济

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包括专题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专题性研究分为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国民生产总

值与国民收入的测算、统计系统的评估以及工业化情况的研究;而整体性研究分为基于历史的理论性分析和基

于数据的技术性分析.华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为学界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而中国独有的经济实践也为经

济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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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是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创办的学术期刊,它
是经济学界的重要风向标.«美国经济评论»于１９１１年正式创刊定名,之前经历了«美国经济学联合

会出版物»(Publicationsofthe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１８８６~１９０７年)、«美国经济学联合

会季刊»(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Quarterly,１９０８~１９１０ 年)和 «经 济 学 公 报»(The
EconomicBulletin,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等３个发展阶段.«美国经济评论»反映了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学

术取向、价值尺度、问题意识、学科特色和专业进展[１].
«美国经济评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极具代表性地说明了美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对中国

经济问题的态度.«美国经济评论»对中国问题很早就开始关注,１９１３年哈弗福德学院的沃森(F．D．
Watson)教授就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友渔１９１２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
国慈善事业的精神»的评论文章.１９１７年经济学家缪斯(A．C．Muhse)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贸易组织

和贸易控制»一文,而华人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开始于１９４１年刘大中发表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
尽管自亚当􀅰斯密以来,欧美经济学家一直掌握着现代经济学的话语权,但华人经济学家以其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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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和语言优势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为主流经济学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

要窗口.虽然直至改革开放前,现代经济学并未被中国广泛接纳,但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代表的主流

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未停止.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

独特认识,这也为中国后来引入现代经济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１９７８年之前,«美国经

济评论»上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共有１７篇文章,其中５篇是学术论文,１２篇是书评① .本

文主要通过对这些论文加以研究,试图勾勒出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同时也可以

探究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旨趣与方法.
在一般的统计性研究中,书评及年会论文通常都会被排除在外[２].但实际上在早期的«美国经济

评论»中,书评与文章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直到１９６８年«经济文献杂志»(JEL)创立后,书评部分才

从«美国经济评论»中移出.１９６８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一直有大量的书评,篇幅约占整期内容

的一半以上,它是一个经济学界交流思想的重要媒介.每当有学者出版新书就会向编辑部提交,由编

辑转给该领域的权威人士撰写书评[３].不言而喻,这１２篇书评的作者也是当时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举

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在书评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反映了美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态度,因此本文没有

将书评和学术文章进行区别对待.５篇学术性文章中有４篇是年会论文,１篇是常见的长篇论文.直至

２０１８年«美国经济学会联合会论文与议程»(AEAPapersandProceedings)独立成刊前,这些年会论文及

其讨论一直收录于«美国经济评论»中.这些年会论文同样也是本文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区分.

一、文献综述

１９７８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华人经济学家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１７篇文章中有５篇文章的作

者是刘大中,其中有４篇学术论文(其中２篇是与叶孔嘉合作的)和１篇书评② .此外的１２篇文章包

括叶孔嘉的２篇书评③ ,李卓敏的１篇学术论文和４篇书评④ ,吴元黎的４篇书评⑤ ,赵冈的１篇书

评⑥ .而对这些文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刘大中的４篇学术论文方面.
在国内方面,宋丽智对刘大中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

方案»«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倾向:战前与战后»«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
«中国大陆国民收入初步估计: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价»等５
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和评述[４].邹进文对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一文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文章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５][６](P３７８－３８３).尽管国内相关的研究数量较

少,但对文章的分析较为详尽.
与国内的情况类似,国外对这１７篇文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刘大中的３篇论文上.Борох认为«论

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７].实际上第

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文的中国人应该是林霖.Tinn指出«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一文探讨了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中的“不准确和故意歪曲”情况,并进一步估计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８].Simonis发现

«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相替代现象[９](P４８－４９).Klein认同«中国大

陆经济的结构变化»中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因为这些数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达不到统计学所要求的

标准[１０].
刘大中与叶孔嘉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文也受到了大量关注.Perkins对文中的结

论持保留态度,并指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对国民收入和生产的各种估计不胜枚举,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

计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这些估计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１１].Keesing认为该文章过于强调中国

经济增长中负面的内容,而实际上中国自１９５７年以来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

平[１２].Wu指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刘大中、叶孔嘉等人在估算国民收入和评估经济绩效方面做了最

重要的开拓性工作[１３](P７).Field分析比较了四组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情况,认为

刘大中、叶孔嘉和 Ashbrook的估计太低,Eckstein的估计比较准确,而 Rawski的估计有点偏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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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认为该文是在近似的基础上构建投资的时间序列,然后用于估计资本存量,这种假设通常是不

合理的[１５](P３０).Jefferies指出,尽管刘大中、叶孔嘉对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期间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但两人仍然认为这些数据足以支撑他们的工作.他们先估算了四个部门的总产值,然后根据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年的 数 据,推 算 出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年 的 投 入 产 出 系 数,最 后 得 出 了 中 国 国 民 收 入 的 测

算值[１６](P１６６－１６７).
总的来说,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刘大中的一篇或多篇文章,并没有整体地探讨改革开放之前华

人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这１７篇文章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内涵,需要一个提纲挈

领的研究来抓住思想脉络的发展,«美国经济评论»视野下的中国也将由此展现.中国学者发表的有

关中国问题的１７篇文章按其研究的侧重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题性的,对中国经济的某一个

方面如外贸、金融、国民收入、统计系统等进行研究,包括３篇学术论文和７篇书评;另一类是整体性

的,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包括２篇学术论文和５篇书评.单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专
题性的研究要多于整体性的研究.同时从时间角度来看,专题性研究(最早开始于１９４１年)早于最早

的整体性研究(１９５５年).这样的研究发展特点与实际研究材料获得的难易程度一致,同时也符合研

究过程循序渐进的基本逻辑.

二、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题性研究

专题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大的方向: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测算、
统计系统的评估、工业化情况的研究.下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关于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

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

方案»和«中国的银行业与金融业»(书评),以及李卓敏的«中国的外贸与工业发展:１９４８年以前历史

的综合性分析»(书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文章着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

不同,这三篇文章都是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问题.
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１９４１年第２期)一文是«美国经济评论»中

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最早研究,该文主要讨论了“孤岛时期”上海金融市场的外汇问题[１７].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０日,华北伪政权下令准许中国、交通两行华北分行所发行之钞票在市场上再流通一

年.余各银行钞票于三个月内一律收回”[１８](P３６８).由此,大量法币涌入上海外汇市场,而国民政府实

行外汇统制,买卖外汇需要经过财政部核准,但其核准数量远不及实际需求,外汇黑市就此形成.自

１９３８年６月以来,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秘密协助国民政府维持外汇市场稳定.而后于

１９３９年３月公开设立中英外汇基金来维持汇率市场,但收效甚微.１９４０年末国民政府又向美国政府

求助而获批５０００万美元的援助贷款.«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一文正是从此背景

入手,探讨中美两国应该如何联手稳定汇率,消除黑市.
作者指出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不仅仅是稳定货币的问题,其本质是抗日战争在金融领域的延续,

是如何使用经济手段来扭转双方实力从而影响整个战局的问题.刘大中对黑市中的外汇需求和供给

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列出由此受益或亏损的各方,从而给出相应的补救措施.他指出中国政府需要

美国政府的协助,首先冻结所有银行在沦陷区的外汇活动,再通过授权的方式使中国政府银行、美国

财政部、联邦储备局以及一些重要的私人银行共同建立一个“中美双边清算协议”委员会.中美之间

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外汇业务都要经过该委员会的批准,并通过双边清算账户结算[１７].
从刘大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外汇管制思想的几个特点:首先,解决汇率剧烈波动

的问题需要从市场机制的源头出发,单靠市场内的稳定基金无法解决问题.其次,英美政府治下的金

融机构掌控了沦陷区的外汇交易,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中美双边清算协议”
才能真正地稳定汇率.最后,实际政策的实施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实际上,１９４１年４月,中美、中英

签订新平准基金协定,建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该机构正是通过冻结外汇资金、建立外汇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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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满足了合法的外汇需求,消减了外汇黑市[１９].显然,这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界权威杂志的文章

受到了美国政府相当大的重视,刘大中的外汇管制思想被应用于实际操作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中国的银行业与金融业»(１９４３年第２期,书评)一文同样也是刘大中的作品⑦ .文中前半部分

对所评价的著作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该书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胜利之前,中国传统金

融业、西方金融业与中国现代金融的发展情况.在文章后半部分,刘大中表达了对战后重建中的金融

问题的关注.他认为中国战后金融控制不能马上放松,否则会造成混乱.如果战后中国因政治环境

恶化和经济困难的原因而导致外商投资减少,那政府就要通过限制消费与通货膨胀式的国内融资来

进行重建和发展[２０].显然,刘大中十分重视金融工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从抗战胜利后国

民政府的表现来看,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重视.
«中国的外贸与工业发展:１９４８年以前历史的综合性分析»(１９５７年第３期,书评)发表远晚于前

两篇⑧ .李卓敏认为虽然这个历史性回顾并不是当前的热点,但对这段时期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

地评价后来的经济变革.１９２０~１９３７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不错的进步,这加快了日本想要全面

入侵中国的脚步,这与原书的观点刚好相反.此外,李卓敏还提到了当时国际贸易问题中的一些前沿

思想,如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有限,白银对贸易平衡的重要性,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２１].
(二)关于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研究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研究一共有３篇,分别是吴元黎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账户»(书评)
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民收入»(书评),刘大中与叶孔嘉的«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１９５２－
１９５９年».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账户»(１９５９年第４期,书评)一文主要考察了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间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８６％增长率这一估算值的可靠性⑨ .原书将总体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包括农业、非农商

业、政府和家庭,再对各部门按个人消费、总国内投资、净国外投资和政府购买分类估算,并估算了金

融投资应分配额度和储蓄率,最后将中美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吴元黎肯定了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对部分门类的核算有异议,如低估了早期的农业产出,对
未记录的贸易如劳动服务出口没有进行估算,没有考虑苏联援助,低估了农村地区的个人储蓄等[２２].

«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民收入»(１９６２年第５期,书评)探讨了“大跃进”时期中国官方对相关经济数

据的夸大情况⑩ .书中主要研究了１９５２年的国民收入估计情况以及对估计数据的相关应用.吴元

黎指出时间跨度上的不足导致该书无法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特点.此外还存在一些细节上的问

题导致许多不必要的假设,进而使研究出现了一些武断的推测.例如没有考虑１９５２年的谷物产量可

能存在低估的情况,工资结构比其他要素价格更“合理”的原因没有说明,有关军费、海外汇款等其他

项目都没有很好的讨论[２３].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吴元黎对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肯定,他认为西方学

者的研究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第２期)一文对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间国民

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验证.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的初步估计,作
者通过附加值法对粮食产量和工业品产量进行了估计.从数量上看,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间,分类明确的

工业产品产量增加了４５％,而未分类的工业产品产量增加了２００％.第二部分是对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数

据的推测.由于国家的食物配给量并没有提高,同时也没有大量的粮食出口,所以实际的粮食产量应

该与人口增长率持平.虽然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钢铁制造业中,但其中有３０％是无法用于现代工业

的“土钢”.修正后的１９５８年与１９５９年国内产出增长率分别为１４％和１５％[２４].
刘大中和叶孔嘉合作的这篇文章是１９６１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论题的一部分.Joseph在会上对该文给出了评价,刘大中与叶孔嘉也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些内容都

收录于«讨论»(１９６１年第２期).第一,Joseph认同刘大中和叶孔嘉对中国官方数据中的农业数据和

工业数据进行修正的做法,因为这两个部分占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但Joseph认为在验证官方农

业数据时使用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的标准存在过多的假设,这种做法抵消了官方数据中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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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增长.第二,Joseph认为文中对工业数据的估计是在全盘接受官方数据和只接受有详细产出情

况的数据两个极端中间的折中办法,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Joseph指出文中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

４．４％的这一结论并不合理.对于Joseph的三个疑问,刘大中和叶孔嘉也给出了相应的回答.首先,
作者指出人均卡路里摄入的计算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假设,相关数据都来源于官方.同时,作者

对人均消费食物不变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农业产出没有增长,粮食产量增长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人
口每年仍有２．５％的增长.政府通过提高粮食产出中用于食物消费的比例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

需求,而实际粮食产量增长水平低于人口增长水平.其次,作者认为他们对工业产出的估计中囊括了所

有重要的商品,以产出增长最快的未分类商品为上限可以确保假设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估算

方法会高估工业产出的增长率.最后,作者认为相比工业部门３０％左右的增长率,４％的总增长率并非

不合理.在工人数量大规模增加背景下,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不足为奇.但从总劳动人口来看,工人数

量仅占总劳动力的３％,工业部门仍只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其对整个经济体的拉动作用有限[２５].
(三)关于统计系统的研究

研究统计系统的文章一共有两篇,分别是李卓敏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与叶孔嘉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书评).

论文«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与«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原书都是李卓敏

研究项目“共产主义中国农业”的一部分.«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１年第２
期)一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家统计局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国家统计局的具体

工作和发展,第三部分是对国家统计局数据质量的分析和评估.作者认为官方于１９５５年公布的关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的统计数据很糟糕,１９５４年之后的数据质量有所提高,包含范围也变广了.从行业来

看,工业、贸易、农业的数据质量逐渐降低;从部门来看,国有、资本主义、个人的数据质量逐渐降低;在
国有部门中,地方企业数据质量要差于央企,非主营业务的数据质量要差于主营业务;从指标上看,有
形产出和重要产品、劳动力与工资、金融与成本数据质量逐渐降低.李卓敏认为以上问题主要是因以

下原因造成:统计人员能力有限、混乱的原始数据、糟糕的企业管理、无序的测量系统和缺少标准化

设备[２６].
李卓敏的这篇文章是１９６１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论题的一部分,

Sidney在会上对该文给出了评价.Sidney认为李卓敏的研究从根本上探讨了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间中国

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这使得今后的研究将更多地集中在统计系统本身.李卓敏的研究中有两个值

得思考的地方.其一,李卓敏的研究指出所有数据中最可靠的是国有企业的数据,而最不可信的数据

是农民的家庭数据,Sidney认为这是因为农民为减少赋税增加收入,存在故意隐瞒数据的动机.其

二,李卓敏的研究表明,政府在统计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数据会被修改以符合政府的期望.
这也使中央政府制订的经济等其他政策并不能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２５].

«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１９６２年第４期,书评)一文认为所评价著作是通过研究中国统计系

统的发展和内部工作情况来考察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 .首先,叶孔嘉对全书做了一个简要的介

绍,全书的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三个时期国家统计局的组织结

构及其统计数据的质量.叶孔嘉认为作者对数据的可用性方面关注不足,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有给出

相应的解决办法.此外,不能排除底层的统计局可能存在两套数据,即分别用于政府制定计划和对外宣

传.作者的结论存在两个问题:其一,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间数据质量一直在提高,但１９５５年的农业数据质量

是最好的,两者互相矛盾;其二,除了干部在收集整理中出现错误之外,并没有考虑其他导致数据质量不

好的原因,同时作者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农业统计手册和新闻公报上的数据[２７].
(四)关于工业化的研究

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文章有两篇,分别是赵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书评)
和叶孔嘉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及模式»(书评).«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
(书评)(１９６４年第１期)指出原书主要是从电能、煤炭和石油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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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赵冈考察了书中与朝鲜有关的电力数据细节,他认为中国的用电数据存在夸大的部分􀃊􀁉􀁔[２８].
«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及模式»(１９６６年第３期,书评)一文指出原著是大量西方学者对中

国官方给出的工业增长率的质疑的一部分􀃊􀁉􀁕 .叶孔嘉对全书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全书主要包括四

章,第一章讨论了各种形式的生产指标,第二章考察了工业产出指标的计算缺陷,第三章详细介绍了

两个新的指标,第四章评估了新指标并与其他国家数据进行对比.其中重要的结论包括: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年间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工业增长率为２１％,而官方数据为２９％;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工厂产出的增长率为

１４％,而官方数据为１９％;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与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间的工业增长率相对较高;原料工业的增

长率远高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率.叶孔嘉指出,鉴于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差异,国家间的产出增长率

比较意义不大,同时产品的价格波动也没有被考虑在内[２９].

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基于历史的理论性分析和基于数据的技术性分析.
(一)基于历史的理论性研究

基于历史的理论性分析主要有４篇文章,分别是李卓敏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前景»(书评)和«共产

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书评),吴元黎的«当代中国»(书评)和«中国新经济»(书评).
«共产主义中国的前景»(１９５５年第３期,书评)一文主要是将原书作者对中国经济数据的预测与

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李卓敏对该书内容做了一个简要介绍,该书分为六个部分:１９４９年

前的权力斗争、共产主义的革命政策、中国历史上与现今的政权与人民、中苏关系、中国经济和政权的

未来.李卓敏认为自然灾害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但“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否使农业增产还有待

观察.此外,李卓敏指出在作者假设的中国自给自足的模型中,估算的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为３７％,人均收入增长率为８％,而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３０].
«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第４期,书评)一文认为所评价的著作是对

中国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回顾􀃊􀁉􀁗 .原书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从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结构开始转型,而后中国“继续以一个惊人的速

度发展”.李卓敏认为作者引用的相关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间一直都存在的财

政赤字被忽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收归国有的土地只有四分之一而非全部,农业产量以毛重而非

净重计算,使用的１９５７年数据是没有修正的早期版本等.这些都削弱了结论的可靠性[３１].
«当代中国»(１９５７年第５期,书评)一文是对论文集的一个短评􀃊􀁉􀁘 .所评价的论文集包括论文、参

考书目和编年史等共１１篇文章.吴元黎对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鉴于中国向苏

联学习农业集体化导致农业产量不足的情况,Szczepanik提出的中国能很好地从历史中获得经验的观点

值得怀疑.Hooten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

Szczepanik估算的中国国民收入投资率与中国的权威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３２].
«中国新经济»(１９５９年第３期,书评)一文评价了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

吴元黎认为原书作者在一些事实上出现了纰漏,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的价格波动,１９５４年以后中

国国民产出及其分配的数据等都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吴元黎认为该书从印度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

进行观察,有许多值得西方学习的地方.首先,中国的手工棉纺业和工厂棉纺业出现了同步增长的情

况,因为它们的产品面向的消费市场不同,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手工棉纺业的发展也降低了农村地区

的失业率;其次,中国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主张通过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最后,中国经济的快

速增长得益于人才的纵向流动,同时大量的人口为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３３].
(二)基于数据的技术性研究

基于数据的技术性研究主要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李卓敏的«中国经济»(书评)、刘大中的«中国

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以及刘大中与叶孔嘉合作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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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１９５８年第３期,书评)一文所评价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研究􀃊􀁉􀁚 .
李卓敏认为该书作者全盘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其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政府高

层报告.中国１９３０年的统计数据很少,对比１９５２年或１９５５年数据与战前数据意义不大.此外,大
量的重要数据被忽略.具体来看,原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通过发行纸币来减少财政预算赤字,实
际上１９５５年１月的中文报纸报道了政府通过发行纸币来填补赤字的情况[３４].

«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第２期)一文通过对比１９３３年与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间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变化情况,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国民产出估计的覆盖面和可信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出于宣传目的对一些数据,例如消费品

产量的价值、零售业销售额、工资率等进行了夸大,因此要进行一些修正,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生产原

料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很重视人口统计,因而人口数据要可信得多.第二部分是对数据

的估计.作者通过两个表格分别列举了产出净附加值中农业、现代非农业、政府管理、其他经济四个

部门的百分比和国内产出用于个人消费、政府消费、投资的估算值,同时每个估算都用１９３３年和

１９５２年的商品价格各计算了一次.第三部分分析了１９３３年的经济状况.第四部分是１９３３年与

１９５２年的经济结构和机制比较.１９５２年的产出净附加值中,农业与其他经济比重降低,而现代非农

业与政府管理比重上升.１９５２年现代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１９３３年的４倍,手工业产品是过去的２．３
倍,而农产品只有过去的１．８倍.在这样的价格机制下,农民需要缴纳农业税,同时将超产的农产品

低价卖给政府,并高价买入生活必需品.而政府企业则能够用低价采购手工业和农业的原材料,并从

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第五部分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分析.作者指出,“一五计划”有两个重要的

特点:首先,农业生产被忽视了,这可能是由于政府高估了农业生产力,或是没有意识到农业在工业化

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苏联援助建设的都是现代的大型资本密集型工厂,而用大量劳动力替代成本的

制造业却完全被忽视了.比较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间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增长率可以看出,每年的增长率波

动很大,作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波动并非中国政府所说自然灾害的缘故.作者指出,现代非农业部门确

实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但现代非农业部门只占总经济体的２０％.同时,现代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是以

人们被迫处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总的来说,整个“一五计划”中农业生产没有达到预期,
增长率只有４％,人均粮食消费低于１９３３年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在１９５５年的“农业合作化运

动”中失去了土地,从而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第六部分是结论.“一五计划”这段时间内中国的钢铁

产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４０万吨增长到１９５７年的５００万吨,水泥产量从２９０万吨增长到６８０万吨,但这样

的成就是建立在牺牲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而农业不发达将会限制工业化进程.１９５８年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农业产出增长,但由于监督加大而带来的增长并不会长久[３５].
刘大中的这篇文章是１９５９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非苏联共产主义经济”论题的一部分,

William 对该文做出了评论.William 与刘大中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一五计划”是成功的,而非失败.
中国政府在保证了产出增加的情况下,全面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刘大中认为产出与投入的无规

律性标志着计划的失败,而 William 指出,当期农业的产出将对下期的其他经济产生影响,将农业产

出数据滞后一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刘大中将１９３３年的数据与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年的数据对比发现,人均产出、人均资本消费均出现了下降,并由此得出“一五计划”失败.William
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准确,因为１９３３年的农业产量被大大高估了.William 也并不赞成“人民公社运

动”,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社形式[３６].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估»(１９７３年第２期)一文估算了中国大陆１９６１~

１９７０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比较了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

分是用产业间关系和总附加值的估计方法估算中国大陆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者将

投入产出数据分为四大类(农业、工业、交通和贸易以及其他),并由此得到各行业间投入－产出系数.
作者通过各行业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与１９５７年的比率变化分别给出了四个部门产出的最高估值和最低估

值.第二部分是对初步的估计进行处理.作者认为中国的农业产出被低估了,而工业产出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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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别把农业产出的最高估值和工业产出的最低估值作为最接近实际的产出值,并由此估算出贸

易和交通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产出的最佳估计.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大跃进”运动,１９５７~
１９６１年 GDP发生倒退,直到１９６３年才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并于１９６６年达到最高峰.而“文化大

革命”导致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再次出现倒退,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才开始恢复.第三部分是几个亚洲国家增长

率的比较.作者选取了几个有良好统计数据的亚洲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中国

和印度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都很低.菲律宾的情况略好于中国和印度,而日本、中国台

湾地区、韩国以及泰国的 GDP增长率和人均 GDP增长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尽管所有的亚洲国家

或地区都有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但日本等国家仍保持较高的人均资本.同时,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最

低,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投资了大量收益缓慢的项目.而日本尽管资本产出率也很低,但它有先进的技

术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来维持高水平的 GDP增长率和人均 GDP增长率[３７].
刘大中和叶孔嘉合作的这篇文章是１９７３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

论题的一部分,Richard和 Thomas分别在会上对该文做出了评价.Richard指出刘大中和叶孔嘉的

研究表明,中国在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固定投资占 GDP的１８％~２４％,这对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来说

是很不可思议的.此外Richard还考察了总固定资本增量－产出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Richard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工业产出被高估,或是农业产出被低估,抑或是因为投资的项目效率较低

的缘故.Thomas指出固定投资的增长远低于主要生产原料的产出增加,这并不合理.此外,人均消

费资本在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间只增长了３％,这个数据也难以令人信服[３８].显然,由于基础条件与外界

环境不同,中国选择了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早期对重工业投入的倾斜使中国的 GDP增

长率和资本产出率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正是这些工业基础为后

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

四、结论与评论

１９７８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讨论的中国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的相关考察.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表示肯定,而对官方数据存疑主要源于１９５８
年后的“大跃进”时期.其中,刘大中、叶孔嘉和李卓敏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重要,他们分别采用数值

估算和统计系统考察的方法对官方数据的可靠性加以验证.由于缺乏其他的资料或数据加以验证,
这些研究均在国民收入估算中使用了一些假设,却没有给出相应的条件,这降低了其估算的可靠性.
吴元黎和赵冈则主要以书评的形式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吴元黎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

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其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赵冈则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

一定的误差.此外１９７８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研究的中国问题还关注了对民国时期的金融业,其
中包括对外汇情况的考察和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值得一提的是刘大中的相关研究得到了

美国政府的认同,并被付诸实践.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７３年,这３３年仅仅有５位中国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１７篇文章在«美国经济

评论»上发表,这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远没有进入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主流.１９４９年以

后,中国大陆摒弃西方经济学、皈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中国大陆经济学界切断了与西方经济学界

的联系,只有少数离开中国大陆进入美国的华裔经济学家仍然延续了民国时期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路

径.他们运用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于总结当时中国经济发展

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中西方的隔离,他们的有关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国大陆学

者的关注,更无法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但这些研究,仍然具有思想史的价值,为反思新中国的

经济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他们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在«美国经济评论»这
样的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达到了进入西方经济学学术之林的

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当时中西对立隔绝,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十分

关注,希望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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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的这几位华人经济学家１９４９年以前大多供职于国

民政府或民国时期的大学,他们离开中国大陆进入西方学术圈,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大

陆经济展开分析,但由于对中国大陆经济制度的隔膜与反感,以及无法实地考察中国经济,他们并没

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太多积极的评价,有时甚至存在误解与

诋毁.显然,这种思想上的歧视出现于经济学研究中,但并非来源于经济现象本身.改革开放至今已

有４０余年,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这本身就是对这些误解和诋毁的最好回应.经济思想可能会受

政治观念或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则应该要回到经济现象本身.１９７８年以前华人经

济学家的研究有他们固有的局限性,而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为克服研究中的困难运用前沿经济理论

而做出的努力,学习他们积极观察中国经济现象并为之提供理论解释的自信.

注释:

①另外还有一篇«讨论»是刘大中与叶孔嘉在１９６１年年会上对相关问题的回应.该文作为原论文的一部分,并未单独统计.．
②刘大中(１９１４－１９７５),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１９４０年获美国康

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清华大学.１９４８年再赴美国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１９５８年在康乃尔大学任教授直至
逝世.

③叶孔嘉,生卒年不详,清华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在美国成为 RAND公司的高级经济师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中国经济研究小组成员.

④李卓敏(１９１２－１９９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工商管理学教授,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

⑤吴元黎(１９２０－２００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哈耶克.１９４９年移居美国,任旧金山大学经济系教授.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间被聘任为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政策制定和国家安全.

⑥赵冈 (１９２９－ ),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台湾中华经济研究
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

⑦原书的作者为FrankM．Tamagna,任教于华盛顿大学.本书于１９４２年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于美国纽约.
⑧原书的作者是郑友揆(１９０９－１９９９),浙江镇海人,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曾任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书于１９５６年由华盛顿特区大学出版社于美国华盛顿出版.
⑨原书的作者是 William WallaceHollister.本书由自由出版社于１９５８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格兰克出版.
⑩原书的作者是 AlexanderEckstein,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任教于密歇根大学.本书由格兰克自由出版社于１９６１年出版.
􀃊􀁉􀁓原书的作者是李卓敏,«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一文正是该书的一部分.该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６２年

出版.
􀃊􀁉􀁔原书的作者是吴元黎,该书由FrederickA．Praeger出版社于１９６３年出版.
􀃊􀁉􀁕原书的作者是赵冈,该书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６５年出版.
􀃊􀁉􀁖原书的作者 WaltW．Rostow是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发展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该书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６５

年出版.
􀃊􀁉􀁗原书的作者是 T．J．Hughes与 D．E．T．Luard.Luard曾担任英国外交部国会副国务卿.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６０年

出版.
􀃊􀁉􀁘原书由EdwardStuartKirby(１９０９－１９９８)编著,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５５年出版.
􀃊􀁉􀁙原书的作者是 GyanChand,印度学者,著有«中国的民主»(１９５８)等书.该书由 Vora& Co．于１９５８年在印度孟买出版.
􀃊􀁉􀁚原书的作者是SolomonAdle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该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于１９５８年在美国纽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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